[bookmark: _GoBack]第三章 全球现代性的历史逻辑
在这一章中，我将发展出一套分析工具来把握我称之为全球现代性的东西，尤其是要理解它已经造成的可持续发展危机。与此同时，我将通过从一个更广阔的全球和历史的框架来观察它，从而为一个更可持续的现代性寻找概念基础。至少从黑格尔开始，一直到理论家们对现代性的分析都探索过那些承诺了物质和精神解放的理性方法的哲学和社会学的条件。然而，这些理性方法不仅带有高昂的历史成本，还产生了“反结局”（counter-finality）——借用	让∙保罗·萨特的术语，以及乌尔里希·贝克为指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的量身定制的 “反身性”或“第二现代性”的那种东西。“第二现代性”已经不再单单与发展本身相关，而是涉及对通常被更早现代化的成就（例如日本海啸所造成的核电危机）所加剧的风险加以管理。今天，随着人类世中的全球可持续性危机的加剧，这个“反结局”已经盯上了我们每个人. [endnoteRef:2] [2:  Jean-Paul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Theory of Practical Ensembles transl. by Alan Sheridan-Smith, ed by Jonathan Rée, Verso Press, London, 1976. 见第164页：“自然在劳动过程中，通过劳动而成为新的工具和新的威胁。正是在其被实现当中，人类的终极目的在其周围定义了一个反结局的场域。”See also Ulrich Beck and Edgar Grande, “Varieties of second modernity: the cosmopolitan tur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nd research”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0, v 61.3, 409-443.    ] 


当世界其它国家正在寻求追赶北大西洋生活模式之时，我们可以通过探索现代性的全球和历史阴暗面，从而对我们的处境获得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此外，我想展示一套替代性的动态概念能够如何引领我们找回历史转型一个相对比较受人忽视的源头。这一源头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性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超越”就是这套概念中其中一个：在我看来，超越这个概念的功能就包括就是控制、指挥和引导改变社会的那些流转网络。作为对本章的中心主题的一个提示，大写文化的超越理想总是在尝试让流转变换的流行文化锚定、从属并服务于自身，从而完成自身的事项和目的。将现代性和这些早期模式区别开的不限于资本主义的加速转型，还包括线性时间的宇宙论：这种怯魅后的宇宙论不再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设置限制。 

历史学家往往不太青睐像“现代性”或“资本主义”这样宏大又局限的概念。他们发现这些概念在自己的研究中并不是非常有用。然而，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又确实预设了这些范畴，即便仅仅是通过采纳历史分期法，接受了支撑着历史分期法的那种历史哲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将个这个更抽象水平上的分析完全留给社会理论家们多少腰冒些风险——后者历来倾向于对社会更结构化或者至少说更等时性的概念化方式。[endnoteRef:3] 不过最近有历史学家一直致力于“大历史”。这或许不仅反映了历史学恢复对动态趋势概念化的努力，还昭示着诸如文明中心从西方向非西方转移以及可持续发展危机这样的时代变革的来临。就像这些历史学家中的一些人，我也在“复杂性理论”中寻找自己的思想基础。作为一个定义松散的范式，“复杂性理论”避免了用简单的、还原论式的法则来解释向着不可完全预测的方向持续发展的多现象之间复杂的依存关系。  [3:  我这里不仅是指像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者以及那些我那称之为“功能结构主义者”的人，像卢曼和博笛厄，甚至还指福柯和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追寻硬性延续性的过程中，他们忽视了变化的问题，这里的变化并不只是对于人类范围而言有意义的变化，而包括反结局所提示的对于不同时间范畴有意义的变化。] 


复杂性理论家的一个重要贡献，特别是对于进化论而言，在于他们将像物理、生物和人类这样世界和生命的基本领域视为具有自身变化的涌现规则 (own emergent rules of self-transformation) 的世界与生命领域的这一看法。当然，尽管生物学上的生命不能离开物理现象来理解，但是生物学所拥有的自身变化的涌现规则——自然选择和自我组织——却无法还原为物理学规律。同样的，虽然人类社会遵循物理学和生物学规律，但人类意识的涌现原则却是通过包括语言、思维和实验在内的意义行为行使的创造力，虽然这种创造力往往是在无法预料和机缘巧合的状况下实现的。[endnoteRef:4]  [4:  Stuart A Kauffman, Reinventing the Sacred: A New View of Science, Reason and Religion  Basic Books, NY, NY, 2008.  11-12. See also David Christian,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2005. 123; 183; 251. 对于理性和价值为何不能被完全还原为达尔文式的生物学模型的一个合理论述，见Thomas Nagel, Mind and Cosmos: Why the Materialist Neo-Darwinian Conception of Nature is Almost Certainly False   Published to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Jan-13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9919758.001.0001; see Chapter 5, pp 110-116.] 


人类社会的进化趋势是通过交流、流转和复杂的反馈回路扩大信息网络——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流转历史的矩阵——来刺激周期性的创新和扩展。它之所以是周期的是因为复杂性理论认为，扩展不仅没有超出其本身的目标或终极目的，而且还趋于无序和混乱。[endnoteRef:5] 人类活动的涌现规则之一，就是要建立管理复杂的相互作用所需的规范性秩序，防止自身滑向无序状态。  [5:  关于人口扩张超过达到温饱所需要的创新的例子，见 Christian 2005, pp 310-315, 506-510] 


为了我的研究目的，我将现代性定义为管理人类行为的主要制度被视为是受世俗时间和历史所影响的时候，那种构成时空的世界观。这种时间上怯魅化的世界观是所有主要现代性理论的基础，无论是启蒙时代对于实现人类的主体能动性（Human agency）和正义状态的理想，韦伯关于制度和功能的理性化和分化的观点，还是古典经济学关于产权制度作为资本积累和物质进步的推动者的核心教义。 

通过18世纪末到20世纪之间产生出民族国家的革命和转型，怯魅化的愿景在政治上得以制度化，超越的宇宙论的霸权随之遭受了沉重打击。制度、财富和人类本身可以在不受超越或周期性回归的约束，仅仅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而不断发展——即使不是不断进步——这种思想代表着现代性的历史条件。创新、拓展和破坏以相对自由的方式展开。可是与此同时，线性时间的概念虽然自身处于霸权地位，却无法完全构成或穷尽人类所有方面。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早期的超越观点正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继续发挥着补充的作用：它既外在于现代形态的自身定义，又是这些现代形态不可或缺的因素。 

根据复杂性理论的思想，我将人类活动划分为由三种相互依赖又相对独立自主的权力逻辑所组织的主要领域。我考虑以下三个“逻辑”：经济逻辑（资源的交换和控制），政治逻辑（对暴力和统治的管理）和文化逻辑（符号和意义的秩序化）。所有的制度和实践都包括三者的某种组合。现代性可以当作这三种逻辑的特定组成来分析，其中创新和资源扩张被加速了，特别是通过经济和文化与政治逻辑之间关系的变化（尤其当弱的超越主张无法对不受限的资源扩张加以控制）。

在这一章，我试图通过探索同时作为现代性叙事生产要素的这些逻辑来历史地理解现代性。这种叙事不仅必须能够将现代性进程置于前台，还要能够揭示现代性更广阔的范围，即非西方世界或“南方”。在现代化理论中，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一直被视为是滞后的或者是缺乏现代性的。目前这个关头尤其关键，因为它揭示了某种“赶超和滑落”正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发生。但现代性的一些最根本的特点——资本主义的诸过程，从一开始就在这些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尽管它们在程度上并不均衡。换句话说，我试图在这里阐述现代性的历史逻辑，这种逻辑适用于一个比西方的历史经验更广泛的基础。 

我们当前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现代化理论主要因为预设了世界其它国家会越来越像现代西方的现存模式而不再可信。因此，它未能将西方独特的和历史的特征与现代性更持久的流转的或可普遍化的特征区分开来。[endnoteRef:6]虽然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范式转换对于了解其它国家的崛起在学术上不无益处，但对于如何概括当下的这种形式现代性的特点，甚至是对于是否应该把它称为现代的而非资本主义或帝国，我们却几乎没有共识。[endnoteRef:7] 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从来未曾进入现代”，即我们混淆了自我表征和真实过程。[endnoteRef:8]虽然我对这些批评者其中几位的说法，但我继续认为：现代性作为塑造我们这个世界的主导制度的霸权宇宙论仍有用武之地。  [6:  Björn Wittrock, “The Meaning of the Axial Age” in Johann P Arnason, S N Eisenstadt and Björn Wittrock eds , Axial Civilizations and World History Brill, Leiden, 2005, 51-86; p 58. ]  [7:  Björn Wittrock, “The Meaning of the Axial Age” in Johann P Arnason, S N Eisenstadt and Björn Wittrock eds , Axial Civilizations and World History Brill, Leiden, 2005, 51-86; p 58. ]  [8:  Bruno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3. 我同意 Latour将做为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宪章（Constitution of modernity）和不同领域的活动的中介和翻译在分析上区分开来，而且我在第七章在某种程度上还运用了他的思想。但是现实情况比Latour所分析的要更复杂些，因为这种根本性区分本身内嵌于网络之中，区别也也没有像Latour所允许的那样严丝合缝。 ] 


我考察的历史时期追溯到100年到150年前，即19世纪60年代或左右这个时期。那时，像太平天国起义（1850年至1864年）、1857年的印度抗英起义、1868年的明治维新及其它一些全球性事件还刚刚结束。现在回头来看，它们似乎代表了现代力量在西方之外的世界广大区域崛起的开始。[endnoteRef:9] 在这期间，世界经济也开始整合起来了——虽然只是很不均匀地。整合过程不仅通过银行、工业和铁路的资本扩展，还通过横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的小代理人所组成的各路人马的活动来收集当地货币、度量衡、行政实践、税费及其它类似的信息和供应报告，最终创造出可测量的、单位统一的、标准化的和可市场化的交换对象，从而在像天津和里约热内卢这样的地方之间搭起交换回路。 [9:  See C 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Blackwell Publishing, Oxford, 2004. See also Michael Geyer and Charles Bright, 1995 “World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0, no.4, October. Pp 1034-1060.] 


然而我的历史逻辑的分析焦点超越了经济体制，涉及到政治和文化：民族国家的领土体系以及历史上动员和鼓舞的文化力量。我尝试发展出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方法来研究政治和文化逻辑，以求对这个时期发展得出一个更全面的理解。无论是民族国家体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力量往往是反应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反应，但它们也有独立的源头，不能被后者完全吸收或减少。很多历史变化正是通过这些逻辑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紧张关系发生的。 

这些逻辑内嵌了长期的二元性和紧张，而这种二元性和紧张又联系到前面讨论过的超越和流转历史之间的动态关系。在不同的时刻和空间，这些拉伸关系的性质和模式可能会在不同的社会和世界格局下发生改变，并呈现出层级化的效果。比起结构，我更喜欢逻辑这种提法，因为“逻辑”承载了某种意义上的持久性和推理性：它不仅是非一元的，而且比“结构”更加开放。因此，它允许我们对动态趋势的共时分析保持一定自由。虽然步骤可从初始条件来推断，但各逻辑也可以在不同（话语）环境中运行并通过相互影响产生出历史变化。在现代性的每个子周期，各逻辑之间都存在一种 “间断的平衡”，而每种平衡中有存在一些缓慢变化周期性加速，并重整这种逻辑间的关系。我定义了这些逻辑中的某些紧张，并试图通过举例和理解当下的方法，以展示这些逻辑之间的关系在冷战后期是如何被从根本上重新配置。[endnoteRef:10] [10:  虽然我在和我芝加哥大学的同事William Sewell的讨论中获益良多，但我的历史逻辑（Historical logics）一词的概念与他的“历史逻辑”差别甚大。在他那里，历史逻辑是指“构成行动发生的那个世界的特点的那些语义、技术和习惯——简而言之就是逻辑（the semantics, the technologies, the conventions—in brief the logics—that characterize the world in which the action takes place.）,参见： William H. Sewell Jr, The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10. For ‘punctuated equilibrium’ see Sylvia Walby “Complexity Theory, Globalization and Diversity” Paper presented to conference on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Univ of York, Apr 2003, p 12. ] 



资本的逻辑

           我发现世界体系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的以下论断对我的目的而言还是有用的：1）资本虽然是通过运用国家权力才得以推行的，但它的基本精神却是去领土化（de-terriorialization）。[endnoteRef:11] 2）世界经济长期系统性的一体化过程发生在一个不均衡、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中。 3）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工具。在历史上，国家或社会集团不仅利用它们来争取成为有竞争力的集团，还使用它们撬开一条从世界体系的边缘进入核心的通道。同时，我尝试为政治和文化逻辑在历史上的运作导出一种角色。它要比世界体系理论家所允许的角色更自主，相互之间更有关联性。[endnoteRef:12]  [11: 尽管亚瑞吉（Arrighi）让领土控制扮演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但它的最终目的毕竟是要增进各种资本积累的策略。参见他的以下评语： “the capture of mobile capital for territorial and population control, and the control of territories and people for the purposes of mobile capital” Arrighi, Giovann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New York: Verso Press, 1994, 32-33]  [12: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hood: Racism, Nationalism, Ethnicity,” in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ed.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London: Verso Press, 1991), 81-2.] 


新兴民族国家的杠杆策略已经在重新平衡世界体系以南北两区划定的边缘和中心。随着新技术、专利数量、逆向工程、金字塔底层（译者注：原文为bottom of Pyramid，指印度裔管理学者C. K. Prahalad对贫困人口的一种新的看法，即不是将其看成穷人而是潜在的消费者和企业家）以及新的组织模式出现在像巴西、中国、印度、南非及其它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资本形成、组织系统，尤其是对于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逻辑至关重要的对创新的重视都不再是西方的专利。这些地方的创新还在更广泛的经济、政治体系、公民社会和媒体，以及包括历史生产在内的文化生产等领域中纷纷涌现。然而，这是否会形成一种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一个更具包容性资本主义的形式，仍有待观察。

非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现在已经变得显而易见。 2013年联合国发展署的报告宣称，发展中世界的主要经济体—— 巴西，中国和印度的总产出——在1950年只占世界GDP10％，现在则约等于北大西洋的六大领先工业国的GDP总和。这一增长在过去十几年来尤为突出，而在2008年西方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则更为明显。从1999年至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已经从21％上升到36％。此外，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增长神速，其增值占到2000年以来世界进口增值的一半以上。自从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砖四国已经提供了全球经济增长的45％。到2050年，这三个经济体的总产出预计将占到全球总产出的40％，远远超过七国集团的集团预期的总产出。[endnoteRef:13] [13: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Summary,  The Rise of the South: Human Progress in a Diverse Worl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New York, 2013.  Pp1-2; See also Jan Nederveen  Pietersee,”Global Rebalancing: Crisis and the East-South Turn” 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11  42(1): 22-48 p 23] 


虽然边缘和中心在全球总量水平上存在着再平衡，但全球现代性并不认同以下看法：全球资本主义边缘的在过去两百年来一直处于现代体系之外。这种说法曾得到包括现代化理论在内的各种现代文明理论广泛的支持和代表。虽然这些理论和话语将前现代和野蛮人描述成位于体系之外，但是从政治经济角度看，后者对于资本主义的运行一直以来都是至关重要的。资本主义早已将非资本主义的资源汲取和劳动使用的诸形式纳入其中并使其服从于资本的积累策略。

这些边缘地区往往也是殖民现代性的实验室。在这里试验的包括新式种植园机构和劳工动员、新的分类、监禁、监视（例如指纹）、通用语（lingua franca）教学(例如英文)以及热带科学等各类体系。这些体系后来就普及化了。如果资本主义是现代性在西方的核心部件，那么它的组织、汲取、监视和安抚模式也构成了现代性的构成部分，虽然它只是现代性在不发达的南方不堪入目的肮脏一面。

现代化理论并没有抓住资本的这种逻辑。经济扩张被认为是一种国家内部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的思想，而不被视为是全球水平上的中心和边缘角色的转换。现代化理论上是在一个理论上的主权民族国家的时代，按照联合国的世界愿景所构建的，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资本积累的全球尺度及其历史上去领土化的基础。在这个根本层面上，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相辅相成，产生出一个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统治知识界的“国家——现代化”范式。

资本的逻辑主要是去领土化，这是因为它旨在为跨越政治、法律和领土边界的资本积累寻求低成本高回报的各种策略。然而与此同时，去领土化的逻辑并不意味着资本会创造或青睐于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或空间——例如备受吹捧的“世界是平的”。去领土化伴随着一种不均衡的一体化的反逻辑（counter-logic），产生出边缘和中心，并对资本主义的主要功能加以分化。自从16世纪以来就将美洲和非洲与欧亚连接在一起的大西洋交流开始，这种资本的逻辑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运作起来：它一方面去领土化，另一方面则在功能上和再分配上对领土进行分化。在最近几十年里，这种不均衡的一体化的反逻辑已经采取了下面将讨论的分级主权的形式（graduated sovereignties）。

在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殖民时期，核心/边缘的区别大致上与领土或主权国家——那里是帝国主义国家及其盟友之所在——和边缘地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相重合。帝国主义的力量只要能够克服其对手，就会动用去领土化的规则。而在当下，核心和主权领土单位之间已经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 

今天的中心和边缘已经不是以世界体系理论家所描述的较大地带或大区域，而且它们也不再只是在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存在。相反的，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世界的国家内部的不均如今变得更加显著起来。在中国、印度、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崛起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和现代性正在部落民、农民工、失地农民以及作为他们生存资源的土地、水和森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与此同时，沦落的中产阶级、喧嚣的消费者、血汗工厂、权利无法保障的移民劳工在西方也日益普遍起来。资本积累的轴心跨越了国界，而资本主义中心也不再位于西方。资本家阶级只是在当下才真正成为全球性的，而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上看，世界体系的边缘现在都已经处于主权国家的内部。

全球资本现在必须去领土化。 换句话说，它必须通过非帝国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手段，颠覆或克服主权领土的现行法律。无论是西方还是亚洲的跨国公司都在从事“制度套利”，即在各个国家和区域的内部及其之间采取一系列不同的制度安排。它们常常分配自身的活动以发挥现有体制的强项或弱项，无论这些强项和弱项是位于哪个制度环节：经济特区、避税港，弱的劳动法、就业保障以及集体谈判能力，高学历和低度职业培训，环保法律和保护能力，当然，还有易受它们影响的那些政治制度。他们的行动既一方面可以制约国家，另一方面也受国家的制约。许多国家对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调整即是明证。[endnoteRef:14]   [14:  James D Sidaway, “Spaces of Postdevelopment”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7 31: 345-361. See also Warwick E. Murray, “Neo-liberalism is dead, long live neo-liberalism? Neo-structur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aid regime of the 2000s”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11, 4 (2011) 307-19.] 


事实上，王爱华（Aihwa Ong）等人就曾主张在东南亚及其它国家存在“等级化主权”（graduated sovereignty）的概念。等级化主权指的是在两个国家领土之间和之内，根据不同人群与国家和资本的关系而设置的不同类型的边界，例如法律、警察、军事和经济的边界。这些形式各异的监管制度可以在经济特区、低税区、旅游区、赌博区和各类飞地（enclaves）和离岸地区（exclaves）中找到。在这些地方，管理人员和守纪律的劳工可以被允许，不服管束的居留者则被禁止，而消费者也可以逃避国家的规定。越来越多的国家内部的核心地区，如孟买、港圳和京津地区等超大城市都日益与其他超大城市联系在一起，而与其更广泛的腹地分离出来（disembedding），或者将那些以城市和出口为导向的腹地与那些不以城市与出口导向的腹地分离开来。[endnoteRef:15]  [15:  Aihwa Ong, “Graduated Sovereignty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August 2000 vol. 17 no.    4, 55-75.  ] 


作为现代性的第二次浪潮标志的风险管理有着不可避免的全球性后果。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将一个领域内的灾难放大到许多其他领域中。例如，2011年的泰国洪灾由于严重损害了七个主要的工业区，影响波及全球供应链，据估计最终导致了457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使其跻身于有史以来全球十大保险损失，损失总额几乎占到2010年东亚和南亚地区支付的财产险保的一半。[endnoteRef:16]    [16: “Achieving a viable approach to flood insurance in Thailand” accessed 7 August 7, 2013 http://www.swissre.com/reinsurance/insurers/property_specialty/Achieving_a_viable_approach_to_flood_insurance_in_Thailand_anz.html;   New Swiss Re sigma study “World insurance in 2010” reveals growth in global premium volume and capital  06 JULY 2011, ZURICH accessed  August 7, 2013 http://www.swissre.com/media/news_releases/nr_20110706_World_insurance_in_2010.html 
] 


这些反映着资本的逻辑和政治的逻辑之间新的趋同或分流的再领土化（re-terriorialization） 模式也代表着对负责任地使用地球资源的更大威胁。那些执行监管、监督和执法职能的机能往往位于国家主权的管辖范围之内，对这些主权等级化的全球地带或制度性套利空间（spaces of institutional arbitrage）常常是鞭长莫及。此外，加速的全球化不仅在不同国家经济体和流转形式之间创造了更深的相互依赖，同时还使地理上也许彼此相隔遥远的人员和制度所共同面临的风险和危险成倍增长。

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的再领土化需要政治和文化新形式的回应。在新媒体的背景下的人民运动、民间社会团体、跨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是这些领域中具有一席之地的弱小力量。即便如此，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将看到的，这些非国家或准国家的行为体已经在开始抛出主权、合法性和主权重构（re-configuration）的替代性来源。[endnoteRef:17]  [17:  Karen T. Litfin, “Sovereignty in World Ecopolitic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1, No. 2 (Nov., 1997), pp. 167-204; 175-6.] 



政治的逻辑：流转和国家的误认

当代的国家形式在过去的150年间在全世界被复制。根据约翰·梅耶（John Meyer）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构成国家的要素不仅来源于国家民族国家衍生而来的准则和惯例，还来源于从19个世纪后期以来伴随着国家体系的一种“世界文化”。世界文化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在国家之间流转和传播着权威的标准、规范和制度的一个更广阔的系统。这群社会学家追踪了“世界文化”在世界几个不同部分的传播。在国际上被采用的不限于像“赫兹”这样标准的技术性单位，社会和文化的规范也得到了传播。例如，随着管理儿童的制度规则在最近一百多年里扩散到各类民族国家，“儿童”这一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标准化。即使是民族国家历史教学的格式也因循着一个相似的模式，被划分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时期（通常伴随着一个将古代和现代连接在一起的文艺复兴时代）。[endnoteRef:18]  每个民族国家社会模型、规范、法律、法规和标准背后的认识论和认识的原则经过流转，常常被未加质疑地为人所接受。 [18:  John Boli‑Bennet and John W. Meyer. “The Ideology of Childhood and the State: Rules Distinguishing Children in National Constitutions, 1870‑197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1978): 797‑812. ] 


当然，民族国家文化的流转不仅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不均衡的过程，而且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续如此。显著影响着这种流转的是来自于发达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核心的某些过程，它们往往发现在边缘缺少强势的民族国家对其更有利。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以在边缘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为目的的去殖民化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权力均衡从旧的西方资本主义核心向外的转移。但文化和政治对于这个转移的关键意义并不亚于边缘国家调用其经济和人口优势的能力。

因此，民族国家的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方面不仅指向有形的结构——例如战后时期的国际公约或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也指向对全球标准未作声张或未加反思的采用——民族国家正是这样形成并在这一体系内得到认可的。造成这个不太明显的动力的是单个民族国家对这种构成的误认 （misrecognition）。这些国家成声称它们的土地和人民具有有特色的或独一无二的历史。因此，我们可以举例来说，中国和日本都只有当它们的现代“文明”的法律体系得到国际认可的时候，才各自得以废除不平等条约。然而，民族主义的教科书和修辞难以认清作为国家基础的这种制度和宇宙论意义的大调整，转而却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不平等条约的不公正性。在民族国家，这种误认是系统性的，因为它涉及主权的问题。

作为世界性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自从19世纪后期问世以来，就一直倾向将主权仅仅限定在亘古长存的人民和文化之中。维持这样一个固有和内在的主权观念的前提是对许多国家发展的系统的或者更广义上的来源与冲动，以及对于国家形成的思想、技术和实践的误认。

诸如国旗、国歌和战争纪念馆这样的符号，以及其它伴随这些符号的公民仪式就是绝好的、即使不是显而易见的例子。我在其它地方已经分析过一组遍及多数国家的人格符号，如原住民、家庭主妇、孩子、自耕农和烈士。这些人由于他们行动的依赖性或者主动性的缺乏，成为国家本真体制的对象。这样一来，他们为号称亘古长存的民族传统提供了堪称典范的教材，使本国公民能够像表现得像世界其它地方的模范国家公民。从它们的历史、形式、设计和使用上看，这些符号既真切地表现了流转的过程，又能作为亘古长存的国家的符号唤起强烈的情感。[endnoteRef:19]  [19:  See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chapter 1.] 


从根本上说，民族国家并不具备对它们自我承认至关重要的持久的内部和外部要素。相反的，民族国家是由它的全球性和国家性之间的易变的紧张关系所构成的。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发展中世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我们看到在街道上和媒体上发生了许多反美和反帝游行，抗议对这些国家的主权的危害或侵犯。然而，这些高举旗帜、投掷石块的示威者，可能第二天正好就被发现在申请赴美留学的签证。岂止是留学，这其中的许多人还将继续成为美国公民，并以美国国民的身份生活。我提出这个案例，并不是要指出任何个人的虚伪。如果它涉及虚伪，那也是一种体系性的虚伪。塑造着每一位有机会接触它的国民的，是世界文化或者说我更愿意称之为“认知全球化”那种东西（或非反思的全球化）。然而，国家本真体制却在系统地误认或贬低这个全球化的组成要素。 

在功能上，国家的有界性或者主权的误认对于管理一个从根本上来讲无政府的全球状态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流通中的全球资源——无论是物质的还是文化的——在以不同的方式在核心和边缘之间及之内被取用。以神圣罗马帝国为最接近的代表的欧洲超越性主权的瓦解了，主权被重新分配到国家和民族，但却没有霍布斯利式的维坦来监督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在第一章，我们注意到如何主权的现代理论是由早期的现代国家逐步发展起来的。对于追求主导地位和全球资源的控制权的欧洲国家而言，威斯特伐利亚 – 瓦特连（Westphalian-Vatellian）体系的兴起虽然可以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但却不足以阻止数百年延绵不断，并以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为高潮的全球战争。除此之外，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不适用于西方以外的新兴民族国家和非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的主权允许其从领土上限制由帝国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民族国家）所驱动的资本扩张的去领土化的、且常常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主权国家一般授予政体一个空间来改革和重组其作为国家的自身，从而在这个全球状况下具备竞争力。正如众所周知的，这个被称为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转型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艰难的、陌生的和异化的过程，而且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国家得以获取其主权权威，从而在一个异质的国内空间中管理这个转型所依据的主要意识形态工具，则是现代性承诺以及平衡它并与它集合的本真体制。这种本真体制将自己呈现为对于土地和人民拥有祖传和不变的所有权的守护者。我认为在第一章讨论过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捕获了这两个授权时刻。因此，它也是一个观察承认与误认之间关系的绝佳位置。[endnoteRef:20]  [20: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see also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 


一个民族主体积累或恢复对历史时间的自觉——这一思想本身就预设了上述两个特点。首先，这种历史认定了一个被现存的或即将出现的民族国家所代表的古老主体。第二，该主体在一个普世的、线性的历史轨迹中的存在本身将其置于一条由权利话语所支持的，通向一个由先进民族所占据的现代化未来的轨道之上。虽然面向未来的取向使民族国家以其推动各民族迈向全球公认的进步理想的能力获得了合法性，但面向过去的取向却又往往将国家主权建立对历史一种误认之上，这种误认将历史视为以本真的种族、语言和文化特点所主导，不断演进又亘古不变的主体。流转和误识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民族国家现代性的政治逻辑。

但是我们目前尚不清楚，真实性体系是否能够充分遏制在现代的大部分时间，尤其是在当代，由于流转变化速度的加快所导致的身份和基本价值观的腐蚀。事实上，本真性符号和表征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它们频繁变化以适应新的需要和力量。作为例子，我们可以想想女权主义的时代的“纯洁的女人和公民理想的母亲”作为国家本真性化身，以及在英国、尼泊尔、泰国和中东商业和政治语境下的皇室。现代时间体系悬空（aporia） 的最具体的表征正是对变革的渴望和身份的张力。现代历史大半即是这种紧张关系的产物，尤其是当它与变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纠缠在一起的时候。

                                                         文化的历史逻

文化的逻辑源于文化进程中的二元性。小写的文化指的人们赋予那些使日常行为、人际关系、事业与生命历程及类似事物成为可能的事件、做法、习惯和制度的意义和重要性。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前现代社会，这种文化的组成部分都来自于各种冲动和源头，包括当时关于交换和市场关系的思想，交流和通讯的技术，个人抱负的地方和域外视野，底层和精英对制度的认识，对于家庭、人格和性别的新旧概念等等。这些规范、价值和道德是务实的、混合的和易变的。虽然这个小写的文化层面和流转过程之间存在相当的重合之处，但这种文化往往也会内化文明的规范和反流转的理想。但比起这另一种文化，小写文化往往要少很多反思（self-reflexive）性。

我们可以将这另一种命名为大写文化。我们通常会把这种形式与高级文化、文明的文化、本真性以及由古典传统、宗教和奠基性的革命和事件所授权的超越性联系在一起。这种合理化、系统化和制度化的大写文化经常会成为小写文化的来源——虽然只是部分的。比起那种比较缺少反思性的、混合式的日常生活的文化，这是一种具备自我意识且自视甚高的高级文化。它嵌入在国家和宗教的基本原则当中，并针对个体和群体提出一套合理化的道德价值以及修身计划。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文化还会周期性地派生出净化运动，以图回到作为建制的或者反建制的意识形态的真正的价值和伦理，而这种净化对象往往是小写的文化。换句话说，大写文化是一种表征（representation）。这种表征有助于促成一种具有独特性和本真性的思想，并制造出一个连续的文化和社会的形象（国家的本真性即是其子集）。但请注意：超越的来源既可以是大写文化，也可以是小写文化。[endnoteRef:21]  [21:  我之所以没有将大写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或霸权的难处在于，意识形态和霸权的概念不能充分地承认超越权威有意义、和抵抗的能力。而文明一词现在已经被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抱负过度地污染了。因此我只好采用大写/小写文化这样趸脚的二元论！] 


我们可以把前面提示的民族国家模式在世界上比较缺乏反思性的全球化看作是外来观念和规范与当地看法混合在一起，进而塑造一个特定社会的制度和人民的渗透过程。在大写与小写文化的关系之中，本真性体系代表着国家声称连续和连贯的民族的文明。我们也可以将现代化理论看作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资本和其它现代活动的实际流转过程生产出被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称作“失控的现代性（Modernity at large）”的那种东西。我这里的现代化理论并不是指某种学术理论，而是指体现在五年计划等活动中的那个强调国家现代性的解放性和未来承诺等方面的进步的普世历史。但在另一方面，现代实践的流转可能还包含社会分化、种族化（ethnicization）、新的依附形式和抵抗的加剧。

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进一步阐述文化的双重逻辑之间的复杂关系。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和关于轴心时代的学术研究已经明确承认：超越一直是现代性的必要条件，甚至一直到开启了纪律革命（disciplinary revolution）的加尔文主义都是如此。虽然我充分认识到超越性愿望的重要性，但我也希望表明，在大写文化和小写文化之间存在不同模式的共存和互指性
（co-referentiality）。这些不同的模式并不一定要与这个理论中常常假设的那种独一无二的超越理念划上等号。 

回想导言中讲到，轴心时代理论指的是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欧亚大陆一些区域的发展。在这些地方，犹太、希腊、中国、佛教和吠檀（Vedantic）思想蓬勃兴起。一种对世界超越的和简明概要的愿景也出现在其间。它以神圣和道德权威为基础，并超越了此时此地的局限。无论是上帝、天还是佛法，超越的权威都制度化为世界宗教，并在接下来的两个半千年里在这个欧亚大陆纵横蔓延。虽然超越的领域和人类世界并不连续，但没有人——包括国家在内，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充分实现其目标或意志，而人类却又理所当然地渴望着这些超越理想的实现。当这些愿景被制度化之后，超越领域又成为这些宗教中普世伦理的新的哲学基础。道德行为包括更好地组织社会的方式以及对自我牺牲的要求。

超越性与内在性的双重结构对于轴心时代的理论化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确保了道德权威与内在的、国家与社会权力的分离，进而造成最终目标（telos）或理想与当下现实之间的鸿沟。对于超越这一理念最关键的是一个非人格化的、道德的世界秩序的出现，而对这种秩序的认可来自于一个此世之外、在根本上是不可知的处所。在这个意义上，超越可以产生此世或彼世的效果。对于韦伯而言，正是新教伦理所秉持的此世苦行成为了开启现代性的钥匙。后面我还将探讨一些不同的可能性，它们对韦伯的构想而言可能十分重要，也可能无足轻重，但对于可持续的现代性却很可能是重要的。

轴心时代理论最近再次在历史社会学中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对该理论的最近一次修订认识到了超越的不同表现形式，例如像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对于中国儒家思想中道德超越此世导向的认识。以及大卫·舒尔曼（David Shulman）对于印度案例的阐述——他认为南亚的自我反思性（reflexivity）可能存在一些独一无二之处。中印这些模式并未假设一个来自于体系之外的阿基米德支点。相反地，反思性动力来自于体系之内，但也要求观察者撤去自身的观察框架。[endnoteRef:22]  [22:  See David Shulman “Axial Grammar” 369-394 and Johann P Arnason “The Axial Age and its Interpreters: Re-opening a Debate” 19-50, in  Johann P Arnason, S N Eisenstadt and Björn Wittrock eds , Axial Civilizations and World History Brill, Leiden, 2005 .更早的版本，见, see Shmuel Eisenstadt  ed. The Origins and diversity of axial age civilizations  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1986. ] 


最近对该理论的修正强调了超然权威所产生出的抗争性角色。新的意义视野并不仅仅正当化体制，而是还质疑现有制度。虽然超越的道德权威常常通过专业集团得以制度化，例如构成体制一部分的教会、牧师、和尚和阿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权威在制度上仍与国家权力处于分离或紧张的状态中。事实上，超越的道德权威赋予这些社会的反建制力量一种强大的历史动力，使其得以周期地挑战现有的秩序，并寻找个体改变和制度革新的新途径。在亚伯拉罕传统以及中国和印度教—佛教诸传统中，针对教士以及/或者国家的改革运动（由圣方各派（Franciscans）、新教徒（Protestants）、佛教徒、道教教徒、新儒家、苏菲主义者和奉爱派教徒（Bhakti）所发起的）通过呼唤超挑战权威，重新创建一个更忠实代表超越理想的新秩序。[endnoteRef:23] [23:  See Armando Salvatore, The Public Sphere: Liberal Modernity, Catholicism and Islam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07.] 


最后，修正后的观点也承认，超越性愿景产生出多种互相冲突的世界文明。 每一种文明都试图根据其许诺重建世界，而对其它文明则采取容忍、排斥或否定等态度，但每无论它如何否认，每一种文明几乎一定受到其它文明的影响。事实上，即使是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自己也是被这样一种冲动所驱动的：从人类一体或者“同一个历史三个独立的根”的角度去看古代中国、印度和希腊—罗马世界平行发展的这个“谜题”。更重要的是，他将这些发展——尽管是通过一个过于理想化的角度——看作是历史树状发展过程，而正是这一过程导致了当这些文化在遭遇对方之时深层次的相互理解。或者，正如艾森斯塔特所说的，“不管怎么说，轴心文明之间以及轴心文明与非轴心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接触和冲突向推力都构成了其动态的一个基本层面。”[endnoteRef:24]   [24: Karl Jaspers,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8-20. Shmuel N. Eisenstadt, “The Axial Conundrum between Transcendental Visions and Vicissitudes of their Institutionalizations: Constructive and Destructive Possibilities”  Unpublished paper, 26 May 2009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因此，如果我们从流转历史的角度来看轴心时代以降的两千年，而不是将其看作是不同历史中的平行时段，那么轴心时代理论的批评者所指出的它问题之一——若是将两千年历史看成是一个时间段，那么这个时间段也未免太长，而且意义不大——也就不攻自破了。[endnoteRef:25]至少从农业帝国的时代开始，文化的逻辑就预设了一种人类认定—— 如果不是向往的话—— 某种超越性权威来源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与革命的潜力不谋而合。正如民族国家，这些社会中的超越的至少部分地被流转的思想反复塑造和重塑，虽然这一过程比起民族国家要缓慢很多。与此同时，超越也代表了引导和组织流转性流动的权威性工具。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观察到超越的大写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文化成分之间周期性的冲突——这些成分被大写文化看作是在腐化或者污染着真正的文化。[endnoteRef:26] [25:  Antony Black, ‘The "Axial Period": What Was It and What Does It Signify?’ The Review of Politics; Winter 2008; 70, 1; ProQuest Central  pp. 23-39]  [26:  毋庸置疑，管理和组织差异和排斥的各种模式的独特性早已萌芽于前现代诸文明之中了，但这些区别却不一定是决定性或根本性的。进一步地说，这些文明大多数并不像民族和现代世界观那样用人本身来取代“最后的超越者”（Ultimate beyond）。] 


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是少数继续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与较大的社会、政治和道德力量之间关系的现代经济学家之一。就描述了一个类似的过程。他的著名论断是关于资本主义扩张和国民经济的封闭两者的双向运动的。后者的基础在于“针对人与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社会保护原则，它有赖于对于最直接地受到市场有害行为影响的人群不同程度的支持......”。[endnoteRef:27] 我认为，就其表现而论并不局限于领土上有界空间的双向运动，其实还要早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跨边界的流转表征在商品、思想、人员和文化的流动，而回调（pullback）在历史上则往往表现在高级文化或文明的纯洁性和排他性话语之中。这种话语又常常伴随着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在现代社会里，回调的授权来自于人民或国家主权的理想。正如我已经证明过的，后者的根基在于内在的本真体制。  [27: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With Intoroduction by  R. M.MacIver, Beacon Press, Boston, 1957, 132.] 


回到到轴向的理论，现在世界上依然存在一种挥之不去的超越视野，它对于内在领域呈现出一种强烈对抗的特点。这种激烈的对抗可能并不是超越在社会中实现其道德的作用的必须条件。虽然这种激进主义可能正是欧洲新教革命的特点，但佛教以及不同时期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案例都表明，重大的社会变革不一定伴随着对现有的社会和文化习俗的全盘否定。在我看来，超越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元认识论空间（metal-epistemological space）。魅力型的道德权威可以从中释放出说服和改造的力量。事实上，这种超越既需要同愿望和现实产生一定程度的共鸣，又它必须与它们保持同等的距离。在这一概念化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超越权威感觉上与世俗权力的分离及其再生的历史能力，而不是其从绝对真理出发整体化（totalize）的能力。

虽然体现在两种文化之间关系之中的文化的逻辑代表了一种更广义的历史逻辑，但现代文化的逻辑又代表了一种对它重要的修改或规范。如上所述，现代转型中一个根本的因素就是宇宙论转型：在这里，至少就其在现代国家建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言，历史已不再受制或服从于至高无上的超越，或者说是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叫做“永恒回归的的神话”的那种东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线性和进步的历史是民族生存的时间领域。根据伊利亚德，“历史人”的现代发现预设了一个人只有当他自己在历史中造就了自己”的时候才是历史人。[endnoteRef:28] 那么永恒的本真体制又是如何让自身适应于处于领先地位的线性历史的呢？  [28:  Mircea Eliade, The Myth of Eternal Return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Jonathan Z Smith (1954) 200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xxiii. 当然，对伊利亚德的批评由来已久，最近对他的理论作出的批评，请见Tomoko Masuzawa, In Search of Dreamtime: The Quest for the Origin of Relig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这些批评往往将早期学者笔下的前现代社会“神圣”或“梦时”（原文：Dreamtime。译者注：澳大利亚原住民神话中的一种神圣时空，那里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之别。类似佛教的涅槃。）想象成无所不能，甚至是存在的本体。虽然这种想法或许是对第一代社会科学家的一个准确的反思，但请留意我对于这些神圣构造的处理方式是将其看成是霸权或主导的，但非存在的本体。换句话说，伊利亚德或涂尔干对于神圣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霸权构造的模糊化功能；他们也并未注意到这些神圣本身隐形——或许还是显性的，被替代性时间实践所争议，例如妇女。见Masuzawa对于Munn关于Dreamtime论述的分析，170－171。] 


我在前面已经论述过，怯魅后的政体无法应付怯魅本身和资本主义时间体系的加速所带来的确定性的丧失。它虽然需要锚准永恒，但又不能接受超越性的永恒，即神圣性制度。这样一来，作为现代民族认同核心的本真体制，就代表了一种在进步历史中议定其地位的内在永恒。绝少有人公开承认历史不断变化的进步和永恒的历史主体之间的悬空（aporia），而历史叙事的诸策略则致力于在这种断裂变得过于明显之时对其进行调解。例如中国的国史专家一直以来就多将注意力集中于苟延残喘的东晋小朝廷（四世纪）。他们认为，在中国其它地区被蛮人攻占数百年之际，东晋王朝仍保留了中国的传统和价值观。[endnoteRef:29]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把这种做法称为对断裂和分裂的“必要的遗忘”——它对于民族国家的历史至关重要。[endnoteRef:30]  [29:  Duara, Rescuing History, 38.]  [30: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1991  p xii, Verso, London.]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真体制在历史中占据了一个超越的地位。它能够产生出一种超越了此时此地的家族和社区而转向更大事业——国家的责任感和忠诚感。但是，这是一个及其有限的超越，它没有在任何意义上类似于早期的或宗教超越思想的普世伦理。虽然民族国家的超越允许它与 “民族的永恒精神” 与一系列的宗教意象联系起来，但民族国家的超越所部属实现的目标却是部落式的：构成一个均匀同质、万众一心的“我们”——其目的肯定的是人民的进步，但同时也包括一个非道德的世界中竞争的能力。正如阿克顿勋爵在1862年所做的精明观察：“民族权利最大的对手是民族理论”。[endnoteRef:31] [31:  John Acton E. E. D. Essays in the Liber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862. Reprint. Selected Papers, ed. William H. McNei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157] 


然而更意味深长的是，本真体制在这里扮演着一个与超越非常不同的角色。本来，超然的地位曾保持着政治权力和神圣权威之间的分离，而本真体制却大大淡化了这种分离，因为民族国家在民族概念中处于核心地位。当然，民族正义也可以为国际主义的国民所用来打造联盟，例如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联盟；但民族主义的目的本身仍然是要通过民族国家这一媒介来推进民族的利益。虽然我们也不乏像人权这样继续存在的或经过了重新塑造的超越理想，它们为抵抗国家权力提供了基础，但正如我们在过去经常看到的那样，民族主义是一种潜在的专制主义的形式。

冷战和冷战后历史的逻辑

从宏观的历史尺度来看，冷战及其平衡的独特之处主要是被这三大历史逻辑之中政治逻辑所塑造的。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冷战可以被定义为两个威胁着毁灭全球的超级核大国或霸权之间的竞争。政治逻辑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来源于美苏双方各自试图遏制政治上破坏稳定的经济和文化的力量的努力，而这些力量又可能有利于对方。与此同时，虽然两大阵营之间的差异被其领袖夸大了，但双方争霸的竞争层面却为政治秩序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下，这两个阵营之间却存在许多流转意义上的相似之处，包括领土主权的民族国家、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模式、国家间的主从关系的结构、帝国或超级大国的启蒙设计，甚至还包括许多性别和种族—文化的关系等。[endnoteRef:32]   [32:  See Prasenjit Duara, “The Cold War as a Historical Period: An Interpretive Essa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Nov. 2011, 6.3, pp. 457-480.] 


总而言之，相对于此前和此后，在冷战时期，去领土化力量的资本力量，以及文化和宗教超越民族国家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拥有领土主权的民族国家的限制。部分是由于大萧条的不稳定力量而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直到70年代初一直规制着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政治的主导地位也导致更多的国家权力。大多数这两个阵营的发展中社会的民主都只停留在字面和修辞上，而真正统治这些国家的军事、政党和集权政体则得到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这两个超级大国自身都惧怕从属国的任何变化都可能会使强化对方。

尽管联合国关于民族国家作为唯一合法治理模型的这一原则使主权民族国家的理想得以延续，但是两个阵营中实际存在的民族国家却经常表现出一种在超级大国允许下误识的主权形式。在这些新的民族国家中，依据某个超级大国的利益建立起来的领土边界和制度安排通常会得到它的军事支持。事实上，超级大国对其从属国家出售武器装备本身可能就足以支持这种安排。根据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研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到1987年间仅增长了约60％，但世界人均军费开支增加了近150％。发展中国家的国防开支（军备购买）在其GNP中的比重则从3.6％提高到5.6％。[endnoteRef:33]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文艺复兴时代后期的竞争性财政军事国家演变成民族国家这一过程被缩短并复制到发展中世界。这里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1）竞争现在集中于对领土的控制而非海外资源；2）这些国家在超级大国所塑造的更宏大的环境中运作。  [33: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Blackwell, Cambridge MA, and Oxford UK, 1992. 209, 221.  关于来自东南亚的例子, 见 Anthony Reid, Imperial Alchem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P 2009.
] 


冷战秩序的解体对三个宏观逻辑是如何在因果互动中相互牵连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实例。人们通常把苏联集团的垮台归因于苏联政权在美国的压力下在军备整备方面的过度支出，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的时代。这种支出过度进一步降低了苏东集团可供消费品产业和国民支出的资本，加之意识形态的公开化（Glasnost）和经济方面的结构改革（Perestroika），导致了最后的崩溃。然而，我一直认为这只是一个非常短期的理解。我们需要一个考虑文化逻辑的更深的全球视野。从后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和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作用乃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对于这个叙事至关重要的事实是，中苏关系破裂和1964年中国发展出原子弹大大削弱了苏东集团。到了1969年，中苏敌对已经变得如此明显，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对苏联核攻击的担心而准备与美国打交道，这就包括1972年著名的中美和解。正是有了中国的中立化给里根政府壮胆，美国才得以通过与星球大战或战略防御计划（SDI）在更先进的水平上重启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与此同时，美国在1984年1987年之间向中国销售核反应堆和高新技术武器装备更表明，力量的平衡已明显从中美苏三方关系挪回了美苏两方竞争，而中国因素又使这种新的竞争关系变得极不对称。[endnoteRef:34] [34:  Shirley Kan, U.S.-China Military Contacts: Issues for Congress Updated May 10, 2005,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 DC.  Order Code RL32496 http://fpc.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48835.pdf   关于军备竞争对苏联的影响，参考Eric Ringmar, “The Recognition Game: Soviet Russia against the Wes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7:2, 2002, 115-36; 130. 参见： Hanhimaki and Westad, The Cold War: A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Eyewitness Accounts, 274-275.
] 


第二个因素是政治伊斯兰的全球化。这并不单单是一个冷战后现象。在许多方面，它是冷战秩序的一个结果，甚至是对它的反弹。 由多种政治和经济因素所导致的1978-79年的伊朗革命，代表了伊斯兰对冷战理想的抗拒。与此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圣战者在美国及其穆斯林盟友军事支持下，在增加苏联战争成本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最终将苏联从阿富汗赶走并将塔利班推上权力宝座。圣战者和政治伊斯兰深受鼓舞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但他们没多久把愤怒转向美国阵营。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两个事件不仅代表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两个西方选项的怯魅，而且以我们尚未充分认识到的方式催化了冷战了终结。[endnoteRef:35]   [35:  Steve Coll, Ghost War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fghanistan, and Bin Laden, from the Soviet Invasion to September 10, 2001 (NY; Penguin Press, 2004).] 


激进伊斯兰教的案例可能代表了一种动员力量对抗的世界秩序的超越愿景，而中国因素到底在何种程度不只是代表了权力博弈？核武肯定是一个必要的因素，但却不是充分条件。独立于苏联模式的中国革命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党国和革命的意识形态，使它较早摆脱了对苏联的依赖。这才是后来驱使中国获得核武器，并使得打破冷战平衡的关键因素得以出现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前提。
即使是据说扭转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的实用主义者邓小平，也只是把资本主义主看作是一种策略方针。邓攻击“四人帮”鼓吹 “贫穷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理想比摆脱贫困更重要）并使精神凌驾到物质之上，但他还是依然坚信：无论资本主义有多大能耐，它既不能消灭剥削和掠夺的根本问题，也无法产生对人类正义而言绝不可或缺的共同理想和道德标准。邓似乎低估了一旦精神力量被系统减弱之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所促成的那种浮士德式交易。[endnoteRef:36]  [36:  Cited in Yuen-ching Bellette Lee, “Development as Governing Tactics – The Three Gorges Dam and the 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Power in Dengist China” PhD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3. 又见： Deng Xiaoping, “Uphold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Selected Works (1975-8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4, p 175.] 


冷战中的行动（agency）不仅出现于消费资本主义的吸引力，但也出现于影响巨大的替代性历史发展。在世界不同区域出现的革命的和宗教的力量，包括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就能够从它们的历史途径中发挥作用，无论这种作用是以进步的还是以超越为主。在现代史上，毛泽东挑战世界的革命行动似乎并不能立即联系到历史上超越的力量。不过，我们不难证明，毛泽东的普世革命愿景就表达了一种对于有待实现的乌托邦的超越信念。即使是当它成为党对其承诺的常规化宣传的一部分之后，它依然是一种自我形成和自我牺牲的强大来源。

这种分析试图通过一个扩展版的现代性理念，强调非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中的作用。诚然，毛泽东的革命能量可以被视为是启蒙理想的一种表征——这种理想从康德到马克思比比皆是，但作为一场农民革命，毛的革命完全颠覆了原有理论。对激进伊斯兰教的理解则更复杂。最近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尽管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其公开宣布他们对世俗主义的谴责，但通过参与并利用流转的制度、通讯和现代技术之中，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事实上强化了确保政治和社会领域相对于宗教独立自主的这条不成文的规则。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人认为他们已经去除了超然的功能，转而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然而，胡梅拉∙伊克提达尔（Humeira Iqtidar）却认为，“人们不是将超越消灭掉了，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将主体性、行为和实践的模式化来寻求它。”[endnoteRef:37] [37:  Humeira Iqtidar,  Secularizing Islamists? Jama’at-e-Islami and Jama’at-ud-Dawa in Urban Pakist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2011, 23.] 


伊克提达尔的研究表明，常常是以左派政治议程为模式的组织、行动和项目，例如土地改革、工会活动、反帝反封建运动（当然在穆斯林那里是以圣神活动方式来阐述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超越愿景正当化了。超越这个概念已经使自身适应了改进和成功的线性历史，虽然它仍旧在圣神人生中寻求终极真理。事实上，伊克提达尔展示了超越本身是如何一步一步主张平等、个体尊严（individuality）以及理性化等现代价值的。因此，它仍然处于大写文化/小写文化的现代辩证法之内。但它通过明确指出宗教性超越在现代文化中扮演一个最显着的作用，也试探了我们所知道了的霸权的现代性的极限。[endnoteRef:38] [38:  Ibid, 23-25.] 


在中国以及世界其它许多地区，革命性的超越在当代的无效化以及消费资本主义对其取而代之，可能让许多人松了一口气。但文化超越的逻辑在这个世界绝非已经穷途末路。我指的既不是革命性的超越，也不专指全球化宗教团体和社群的再全球化，而是指可持续性发展这个新兴的全球理想。可持续发展需要超越的不仅仅是加速消费且伴随破坏和废弃的主导意识形态（小写文化），还包括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误识的本真性的大写文化）及其排他的主权主张。虽然改变个人和集体的行为取决于理影响着自我形成和自我约束的理想和原则，但这些变化的制度基础却包含了共享主权的理想。[endnoteRef:39]   [39:  甚至对话式的主权，如果这一悖论得以持续的话。 ] 

自冷战结束后，经济的去领土化逻辑一直就很突出，而且已经改变了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结构关系。民族国家的主旨已不再完全或压倒性地基于对国家主权的保护。事实上，国家已经更紧密地同多国或跨国家利益联合在一起，而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已经表明了国家撤出对国民公共品的提供并将其公司化的这一议程。本国公共产品的供应和私营化或公司化的议程。这样一来，国家秩序的全球主义已不再像它以前那样，只是秘密的或被误认的。此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倾向于随着这些变化而转型。虽然国家领导人几乎无法放弃它，但民族主义现在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于国家的领导，而成为民众对毫无掩饰的全球化对稳定、社群和公民权许诺所带来的危险和威胁的一种未加反思的应对。[endnoteRef:40] [40:  这一段论点一个更详细的版本，参见Prasenjit Duara, chapter 3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in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in China’s Nation Formation Routledge, London 2009. ] 


从某些方面看，这种世界许多地方的调整呈现出我们的整体性和国家制度之间的更大的不协调。现在国家对于世界不仅存在更加深层次的内嵌和依赖，而许多全球化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像以前那样得到国家机构的抵御。国家和地方的治理机构机构都隐约地致力于各种开发项目，但它们的目标却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利润最大化。最显著的发展或许是经济全球化的利润最大化驱动已经导致遍及全球的环境恶化，对于这种环境恶化各国家政策已经不能独立应对。生态的不稳定已经对像水和气候这样的全球性资源产生了影响，而这些影响并不遵守国家边界。国民财富和国家的问题，从全球范围内产生的，但整治和正义的功能，在国家和地方各级机构。为了解决这种不匹配，民族国家将不仅协调，也与区域和全球实体共享主权。国家财富和国家问题是在全球层面上产生的，而负责的机构则是在国家和地方层次上运作。为了应对这种不相配，民族国家将不仅仅需要相互协调，还有必要与地方和全球实体分享其主权。
可持续的现代性与历史的逻辑

这一章已经让我们能够认识现代性：它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不仅担负着进步的承诺，同时也承载了过去和可持续的未来带来的的成本和负担。本章还发展了一套范畴或逻辑，使我们能够把握现代性的历史动力及其当前的危机。这些范畴或逻辑可以引导我们重新找回一个相对被忽视的历史转型的来源——文化的逻辑。 它可能是我们通过再平衡人类社会内部关系以及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实现一个可持续的现代性的关键因素。本书的其余部分将详细阐述对这些命题的各个方面。

全球现代性的政治逻辑和文化逻辑不仅充实了这个体系的非经济方面，也指出了全球积累体系的局限。例如，虽然世界系统理论家会看到全球资本和民族国家根本上的合谋关系——也许它们的合谋在过去很少能达到今天这种程度，但误识的主权这一概念则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对于去领土化的资本的策略、效果以及有限的功能。而大写文化的力量通过诉诸自主或超越的正义的来源，往往为限制或重塑的政治经济提供了灵感和能量，无论是对于本地还是更广的范围而言。[endnoteRef:41]  [41:  我这里并不是要正当化所有文化运动。想一下文革和伊斯兰原旨主义的灾难性后果。] 


以大写文化和小写文化的二元性和张力为框架下的文化的逻辑，以及在承认和误认的悖论笼罩下的政治的逻辑不仅是现代历史上最基本的力量，而且还可能接近于那些寻求强调历史进程的史学家和分析家们所说的结构形式。在这方面，这些逻辑一方面允许讨论国家发展，另一方面却避免了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的陷阱，因为政治的逻辑通过承认承认误认逻辑将国家形成的模式本身纳入其中。文化两分为大写文化和小写文化让我们看到了大写文化作为一种表征，对于个人的自我形成与人民的抗拒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其加强建制权力的霸权的能力。作为一种道德体系，大写文化往往与被代表的、流转的小写文化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例如不受约束的消费主义或新的性道德，或者是“迷信崇拜”或抵债劳动这些根深蒂固的习俗。

在过去的150年里，世界性的小写文化一直在流传之中，并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合法的或非法的，承认的或误识的手段与地方文化快速混为一体。代表性的大写文化力量——它曾经对人的主动性的再生和政治经济结构的重塑造成深刻影响——当然也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流转和转型。对这个流转过程最为核心的是启蒙运动关于权利的话语，它表现在革命或改革性质的社会运动中，结合了本土或外来的超越运动，例如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历史上看，如果没有超越性运动或类似的道德权威、普世主义和象征，各种权利运动在长期是否足以自我持续甚至都成问题。十九世纪早期的废奴运动到当代的环境和甘地运动已经见证了这一点。[endnoteRef:42] [42:  Owen Whooley, “Locating Masterframes in History: An Analysis of the Religious Masterframe of the Abolition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Movement Trajectory”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7: 490–516. 又见： Samuel Moyn who discusses the first historian of ‘human rights,’ Gerhard Ritter. Ritter 坚信来源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人权的道德理想对曾经是来源于上帝的国家权力加以限制。参见：Samuel Moyn’s “The Last Utopia: Human Rights in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6, No. 1, February 2011 pp 58-79.  See also chapter 6 in this book. ] 


让我简要做一个尝试，在我对现代性的逻辑的理解和某些新近的现代性理论之间建立联系。正如我提出过的，现代化理论能够为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现代性提供一些指标。但其解释变量和解释构架是有局限的，其中最严重的限制是将民族国家作为其参考框架，以及对竞争型的资本主义及其内部关系的系统动力的

忽视。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半核心、半边缘和边缘是可以在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变化的，而现在甚至是极其易变的。此外，通过将短时期内的理想化的西方的状态推而广之，现代化理论也无法确定各种变化中的角色，例如国家、社会运动或世俗化等。正如前面指出过的，虽然我大量引述了世界体系的分析，尤其是在我对经济逻辑的分析，但世界体系理论对政治和文化力量的理解也有所简化和局限之处。

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虽然代表了对现代化理论重要的解构策略，但却无法将其取而代之。其它对现代化理论的最近校正，例如多种现代性的理念，确实也在尝试解决对西方模式过度的普遍化所导致的问题。这个学派对于根植于非西方文化中的早期现代原则（proto-modern principles，我的说法）尤其注意，特别是与轴心文明的超越传统相关联的那些原则。现在应该很清楚，我一方面确信超越的知识论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但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多种现代性的主张者倾向将当代国家或人民（甚至种族）向前追溯到前现代时期，以为它们都沿着西方文明的模式以一种线性的和边界分明的方式从古典时代开始一直演化至今。这样一来，他们拓宽了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的本质主义原则的范围，却低估了数千年来全球流转的作用。

乌利•希贝克（Ulrich Beck ）和埃德加•格兰德（Edgar Grande）最近关于第二期现代性 （second modernity）和方法论上的世界主义要更有用一些，因为它意识到现代化所涉及的反结局 。它们也并不严格地按照国家和文化，而是按照类型和阶段对现代性进行区分，例如中国国家主义的现代性或者失败的诸现代性。[endnoteRef:43]  Sudipta Kaviraj关于现代性形式依据其历史时机的区分和各种与现代相关功能出现的先后次序而各有不同的观点，也使得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独特现代性的时间区分。因此，印度的现代性——还有其它新近独立国家的现代性——则需要在其人口的30%还是文盲的时候就完成民主化，而大部分西方民主国家在实行全民普选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工业化。[endnoteRef:44] [43:  Ulrich Beck and Edgar Grande, “Varieties of second modernity”;  Sudipta Kaviraj, “An Outline of a Revisionist Theory of Modernity”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XLVI 497-526. ]  [44:  Sudipta Kaviraj, “An Outline of a Revisionist Theory of Modernity” Archives européenes de sociologie  46, 3 (2005) pp 497-526.] 


对任何一个理论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握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世界文化以及叠加的、多个层次上的危机效应之间的相互依赖和诸种裂痕（porosities）。就算我们将这些多种现代性想成是子系统，例如英美形式的资本主义对中国或德国形式的资本主义，我们仍然需要抓住这些不形式的同资本主义是如何适应和应付全球化对其活动的压力，包括遍及全球的社会运动和抱负运动（aspirational movements）。理论必须解释社会和国家体系如何通过管理和监控使其边界清晰。

我的分析表明，现代性是联通全球的一个单个现象，但它并不是唯一的现象。在这个世界还有其它感知和存在的方式。现代性是基于一种占有主导地位的线性、可测和不断展开的时间观和历史观上的霸权形态。这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政治体系以及依附于它们的那些制度赖以运作的时间平台。但对于大自然和许多人群和社区而言，时间不仅是相关的而且还可以通过许多不同方式来理解。气候学家和地质学家对前者的时间颇有讨论，而社会活动家、人类学家和现象学家后者的时间也颇有研究。将时间看作是一个霸权条件允许我们认识到自然事件或一个超越愿景是如何在时间体系的层面上影响和破坏的社会形态的。

在一个社会形态的内部，现代性的到来伴随着对一个在社会上更公正、在物质上更丰裕的未来的启蒙主义的许诺。但它也曾伴随着一系列物质和实践方面的恶行，以及对自然无限制的开发。以平等、公正和自由的言辞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许诺，如今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有其价值，这是因为这些理想的普遍性已变得有意义。新成立的国家动员和利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代逻辑来实现这些理想的方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这么做的后果是加剧了启蒙的阴暗面——尤其将自然和世界当作为服务于人的物和资源的这种自由——导致了它的不可持续性。 

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需要抛弃现代的价值体系以维持这个星球和它的生物。相反，我们需要在人类进化的逻辑中来理解现代性，特别是它涌现出的特点——在根本意义上属于人类逻辑的文化、反思性和伦理学。而当前的学术界的范式却还延续着某种形式的国家现代化。我们的优劣现在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还取决于对物质进步的理想有贡献的个人习惯和行为。我们需要一种可持续的现代性范式，才能再次在这些逻辑中建立均势并恢复人类和世界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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